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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魏 秀 萍
（兰州文理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促进近代编辑出

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

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精校精刻久负盛名；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

类型，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

献；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

果，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

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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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不仅
提供了大量史料，而且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
代传统文化。藏书家在收藏、保护和传播大量古
代文献的同时，在版本学、校雠学、目录学、辑佚
学、辨伪学等诸多方面，在古籍编纂、刊刻、出版和
传播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对促进近
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对近代刻书业的大力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

　　就我国现存古籍来看，唐五代刻书犹如凤毛
麟角，宋元旧刻亦是屈指可数，明刻本则是汗牛充
栋，较为常见，其版本千差万别，需要深入研
究［１］３４５。而清代的“殿版”官刻本、精审的私家刻
书及兴盛的坊刻，都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
精、最盛，无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准，可谓是我国
手工印刷业之集大成［１］３５４－３５６。总的说来，明清时

期官刻虽然取得大发展，但私家刻书的发展速度
更快。私家刻书的内容丰富，数量惊人，精品书多
为民间刻本，新出版技术多为私家藏书楼发明，活
字印刷技术、套版及版画等方面的印刷技术都有
长足进步。全国民间刻书能力与刻书总量都大大
超过官府，中国刻书业从两宋发展到明清时期，进
入以民间刻书业为主体的崭新阶段，于江南地区
呈现出繁盛景象。

（一）形成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
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

最具个性的时期，最显著特点就是私家出版蜂起
中土，书坊林立，刻书业被注入更为浓烈的商品经
济意识，书籍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为壮观的规模
和更激烈的竞争形式空前活跃地展开［１］３１９。从官
府到私坊，刻书家星罗棋布，刻书蔚然成风。中国
古代刻书业向民间开放的政策，宋朝已确立，元朝
受挫，明清时期大力发展。民间刻书业分书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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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书商两部分，非书商刻书大都由士人主持，包括
许多藏书大家。明清除继续刊行经部和史部书
籍，又将子部与集部书籍都刊印了，其中多为私家
刻本，大众通俗类的出版物如异军突起，成为明清
书商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民间刻书业呈现出
版多元化状态。明清时期的民间刻书业遍布全国，
直至穷乡僻壤，出现许多著名的出版中心，比如北
京、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徽州、建阳等，此外，还
有分布于各地的次出版中心，如江苏常州与无锡、
江西南丰与婺源，及湖南永州、贵州贵阳、陕西西安
等。凡出版中心，都是民间刻书业的集散地［２］。

（二）刻书内容包罗万象
据《中国丛书综录》所收，不包括佛、道、藏藏

书，古籍丛书就有２７９７种，收书３８８９１部，其中大
部分为明清江南私家藏书楼所刻［３］。从明代私家
藏书楼刊刻藏书的内容来看，有按时代划分的《汉
魏丛书》、《唐宋丛书》；有按地域划分的郡邑丛书，
比如《盐邑丛书》、《四明丛书》。丛书类有包罗四
部的《范氏奇书》、《格致丛书》、《宝颜堂秘笈》；有
专收一类的《子汇》、《古今逸史》等等藏书。而清
代的丛书内容精粹，多为江南一带大藏书家所刻，
比如《通志堂经解》经籍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
书》为版本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为校雠丛
书；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为断代专科丛书；王夫
之的《船山遗书》为自著丛书，等［３］。在明代书籍
出版史上，对刻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出版家很
多，这些出版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大藏书家。如江
苏常熟的毛晋“汲古阁”就最值得一提，毛晋不仅
藏书，而且善于刻书，刻书六百余种，又精通抄书。
据《书林清话》记载，“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
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
遂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典无不收
刻传之。”［４］

（三）坊刻兴盛，精校精刻久负盛名
明清时期的坊刻随着江南私家藏书楼的发展

也兴盛起来。万历、崇祯年间，刻工多居南京、苏
州、常熟一带，坊刻遍布全国各地，刻书种类繁多，
除医书、类书种类外，小说、戏曲盛行。南京的唐
氏富春堂、世德堂，杭州的舒氏藏珠馆、客与堂，建
阳的余氏三台馆、郑氏联辉堂等，相继遍刻小说
《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还
有元曲、明人杂剧等。清代的坊刻书籍量多质好，
坊刻业除江苏、浙江、福建外，北京、四川、广东、江
西、安徽等地也很盛行。明代私刻本十分精致，如

江苏吴县袁氏嘉堂影刻宋刊大字本《六臣注文
选》、《大戴礼记》，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还
有徐氏东雅堂刻的《昌黎先生集》和郭氏济美堂刻
的《河东先生集》等都很出名。清代私刻最大成就
是边刻印边校勘。其代表人物既是刻书家，又是
精通校勘的藏书家，如徐乾学刻印校勘的《通志堂
经解》、林佶写刻的《渔阳精华录》、《尧峰文钞》、
《午亭文编》，孙星衍校勘的《晏子春秋》，阮元的刻
本《钟鼎款识》，郑燮写刻的《板桥集》，金农写刻的
《冬心集》等。清代刻书讲究精校精刻，校书之风
比明代更盛。清代的著名校勘家也是大藏书家，
可谓不胜枚举。比如段玉裁、王引之、顾广圻、阮
元、王念孙、戴震、钱大昕、卢文弨等。书籍校雠，
一般以丛书为最难，因为丛书内容最复杂。清代
以编纂丛书为最盛，刊刻丛书同样追求精校［２］。丛
书编纂者一般而言都是学者，他们在出资刊刻丛书
的同时还延聘权威专家校书，旨在追求精校。蒋凤
藻编纂的《铁华馆丛书》就首先聘用大藏书家叶昌
炽校书，卢文弨编纂的《抱经堂丛书》是自己编纂、
自己出资刊刻、又自己校书等。清代著名学者黄丕
烈、阮元、孙星衍等人自己编纂的丛书出资刊刻时，
都延聘被称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的顾广圻校书。
精校精刻，成为清代刻书界一种新追求、新风尚；连
书商的小说、戏曲，也以精校精刻为标榜［２］。
明清刻书数量，远远超过宋代。缪咏禾依据

《中国古代善本书目》、《明代版刻综录》、《地方志
综录》、小说戏曲书目等等资料，估计明朝刻书的
总量为３５０００种左右之多。清朝的刻书总量迄今
难以统计，仅仅将《清史稿·艺文志》的９６３３种、王
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５４８８０种和武作成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１０４３８种三者相加（三者
并无重复），总数为７４９５１种，其中除小部分抄本与
前代刻本外，绝大部分是清刻。与宋刻相比，明清
两代刻本门类与品种更齐全，选题创新更多［２］。这
些刻本反映了当时刊刻状况，标志着明清时期出版
业的发达程度，而发达的刻书业为保护和传承我国
古代文化典籍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近代出版
业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
贡献

　　（一）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
明清时期，许多藏书家嗜书成癖、爱书如命，

特别是对宋元善本推崇备至。而明代私刻技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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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刻本质量极好、贡献突出。明代大藏书家王世
贞用一座庄园去换取宋代刻本《两汉书》；大藏书
家徐火勃身患重病，竟用买药治病的钱买下一部
元刻《丁鹤年诗》。可以想见，当得到一部宋元珍
本善本书时，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保持其原貌。
正因为如此，明代私人藏书家们将早已有之的影
刻技术推向高潮，使影刻本成为一种重要的版本
类型。影刻技术就是将薄纸覆于宋元版本书页之
上，按其行款、字体、版式照样摹写，然后贴于版片
上镌刻。有将宋元本拆散将书叶直接贴在版片上
雕刻，为的是化一为千百，并保持宋元本原貌。
明代为配合士子阅读古文的需求，在出版印

刷业兴起翻刻影刻宋本的风气。影宋覆宋之风由
苏吴地区，很快波及全国。其源出于以苏州吴县
为中心的一批私人藏书家，其中较著名的有正德
年间陆元大复刻宋建康郡斋本《花间集》、《李太白
集》等；嘉靖年间嘉趣堂复刻宋淳熙严州郡斋本
《世说新语》和宋本《六臣注文选》；吴元恭太素馆
仿刻宋本《尔雅经注》，被清代著名学者阮元誉为
经注本之最善者；沈与文野竹斋翻刻《西京杂记》、
《唐荆川集》等，以上刻书家均为吴县人［３］。吴县
还有黄鲁曾、黄贯曾、黄省曾兄弟三人，于嘉靖年
间刻书很多。苏州的私家刻本还有郭云鹏济美堂
的《柳宗元集》、徐时泰东雅堂的《韩昌黎集》、苏献
可通津草堂的《韩诗外传》和《论衡》等等［３］。由于
明清大藏书家注重善本和珍本，精校精刻书都可
与宋本媲美。影宋覆宋影印本由于技术精湛，字
体神韵都酷似原书，有的甚至达到乱真地步，所以
后世书贾常常以明代嘉靖本冒充宋本，这固然是
陋习，但这充分说明影印本是把一部部濒临亡佚
的宋元善本化为千百部复本的最好方法。影印技
术保护了古籍原貌，推动了学术发展，刻书家功绩
可谓大矣［１］３６９。

（二）活字和套印术改进，呈现出版技术多元
化状态

１．活字印刷技术的改进
宋元两代有泥活字和木活字，明代开始有金

属活字。流传至今最早的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
铜活字本，最有名的是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坚的
兰雪堂和安国的桂坡馆。华氏以华燧会通馆时间
最早，刻书最多。明弘治年间华燧就用铜活字印
出《宋诸臣奏议》５０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属
活字印本；后又印行了《百川学海》等十多种卷帙
浩繁大部头书籍，还印行《渭南文集》、《剑南诗稿》

等书。华坚兰雪堂曾印行《白氏文集》等。安国桂
坡馆有“安百万”之称，印铜活字书可考者有１０
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唯一的最早用铜
活字印刷的地方志；《常卅府志》还记载他曾以铜
活字印了《吴中水利通志》。安氏桂坡馆印行的书
虽不如华氏多，但质量较华氏本高，这与其经济实
力雄厚是分不开的［１］３６０－３６１。
清代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

书集成》，全书有１００００卷之多，印本清晰美观，这
是我国用活字排印字数最多的一部大型书［１］３６１。
此外，还有用锡、铅等金属材料做的活字进行印
刷。清朝出现“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等活字印
刷店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最大一次木
活字印书活动。另外，泥活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
磁版印刷。

２．套版印刷技术的改进
套印术到明代才得到广泛应用。我们今天常

见的套印本，大部分是明代吴兴地区闵氏和凌氏
刻本。闵、凌氏是吴兴望族，也是著名大藏书家和
套印刻书世家。闵、凌氏两望族有刻书业绩可考
的竟达数十位之多。两姓同邑，共操一业，世代相
传，堪称中国套版印刷史上的“双璧”。闵氏的第
一部套印书是明万历年（１６１６年）刻的《春秋左
传》，朱墨两色本；第二年刻《孟子》苏老泉评本，已
为三色本；到１６２０年印出了９１卷、２４册的《史记
抄》这样的大部头印本。凌氏以凌濛初为典型代
表，凌濛初是著名的戏曲小说家兼出版家，著名的
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及
杂剧《虬髯客传》、《红拂记》、《琵琶记》等著作便是
其编著。他刻印的书以戏曲、小说为多，且多套印
并有插图，都是聘请名家绘刻的，字迹笔画工致，
绘图人物神态秀逸。其传世品除上述戏曲外，还
有《明珠记》和《南柯记》等。此外，凌濛初还有朱
墨本《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三色本
《古诗归》、《唐诗归》等量多质优的套印本［１］３６６。

３．“饾版”和“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
明清版画艺术在徽州、金陵、建安等地勃兴。

版画附绘木刻插图，风格迥异，争奇斗艳，尤以徽
州刻工技艺最为出色，当时涌现大批版画集。绘
画、雕版和印刷技术融合，即形成彩色版画套印术
（今称木版水印），使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到高峰。
彩色版画套印继而发展为分色分版的套印法，称
为“饾版”，“饾版”因其形似饾饤（五色小饼）得名。
而“拱花”则是用凹凸两版嵌合，使得纸面拱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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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富立体感，适用印鸟类羽毛和山水。“饾版”
和“拱花”的印刷技术是明徽州刻书家胡正言的发
明，闻名遐迩的《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是其
代表作。“饾版”和“拱花”印刷技术使得雕版印
刷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１］３６７－３６８。

　　三、在编纂与出版文化成果方面发挥
了文化传播的功效

　　（一）促进藏书家著书立说
明清时期对文化及图书出版事业非常重视，

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由政府
组织的编纂活动更频繁，其成果层出不穷，无论从
哪方面都超出任何一个前代，尤以明代永乐年间
编纂《永乐大典》及清代康、雍、乾三代编纂《四库
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最为兴盛［１］３２７－３３６。国家
先后设立儒学，制定了八股取士制度，从而促使藏
书出版事业兴盛。明代上上下下都以藏书为贵，
刻书为荣，以示风雅。“朝贵达官，多有数万以上
者”［１］３１９。尤其在明代天启之后，出版业进入了创
作的旺盛期。
在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上，明代王世贞与清代

朱彝尊的藏书事业都鼎盛一时，他们既是学界名
流，又是藏书大家中的佼佼者。明代王世贞建有
藏书楼三座，分别命名为“小酉馆”、“尔雅楼”和
“九友斋”，仅“小酉馆”藏书楼中就藏精品书三万
多卷，秘籍版本也达三千多卷，王世贞一生论著颇
丰，在明代２００多年中，其著作之富很少能有人与
之相比；而清朝朱彝尊则建有著名的“曝书亭”，
藏书达八万余卷，雄居清初江南藏书楼之首，其一
生也是论著等身，主要有《经义考》三百卷等。两
人都是中国藏书史上泰斗级的学者［５］。
王世贞精史学，著《弇州史料》一百卷；又善戏

曲，作有《鸣凤记》，他在文学上，与李攀龙、谢榛、
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六人并称为“后七
子”。李攀龙死后，王世贞成为文坛领袖，他主张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年轻时即嗜书，
《明史》称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藏书处
有小酉馆、尔雅楼等多处，其所藏书有三万余卷，
且多精本。“王长公小酉馆在弁州园凉风堂后，藏
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庋
宋刻书，皆绝精，余每读《九友歌》辄泠然，作天际
真人想。”［６］５９９

朱彝尊编纂了卷帙浩大的专科版本目录学佳

作———《经义考》（《经义存亡考》），是由历代学者

诠解经书的著作，仿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
考》体例编撰而成。该书资料网罗宏富，为两千年
来说经之书的专科目录。《经》的编撰前后历时

５０余年，问世后得到极高评价。康熙赞曰：“朱彝
尊此书甚好，留在南书房，可速刻完进呈。”［５］又赐
“研经博物”匾额，奖励朱氏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和
成就。乾隆帝也曾题注：“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
亡可考，文献足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
富，实有裨于经学。”［５］清代毛奇龄学者称赞此部
学术巨著：“非博极群籍，不能有此！”［５］

（二）促进刊刻出版文化成果，成为中国手工
印刷之集大成

明代官刻单位多，刻本数量大，涉及内容广，
刻书质量相差悬殊。有“藩府本”（藩王刻本，属明
代官刻本的上品）、“经厂本”（司礼监下设经厂的
刻本，外形虽美，但内容不精）及“书帕本”（地方官
互赠之本，等而下之），真正是私刻在刻书业技术
最高、刻本质量也最好，贡献突出［１］３４５－３４８。而清
代的官刻“殿版”书（武英殿刻本）校勘极精，以康
乾时期最盛，作为“康版”典范的《全唐诗》是中国
雕版印刷史上的佳作［１］３５４－３５５。
我国古代藏书家一般均是出版家，藏书家热

衷于藏书的翻刻，认为刊刻是藏书流布的最佳形
式。如明代范钦、毛晋，清代鲍廷博、黄丕烈、纳兰
性德乃至民国的刘承幹等，既是藏书巨擘，又是刻
书大户，他们利用丰厚的藏书资源、富足资财，刻
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文化成果，对典籍的延
续与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整
个藏书体系中，私藏是官藏的重要补充，许多藏书
家主动向社会提供自己的珍贵藏书作为刻印底本

或校本。如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就曾向浙江
书局提供过刻印底本和校本；《永乐大典》和《四库
全书》的编纂，皇帝颁命广泛采访官私藏书，其中许
多民间藏书楼的书籍经过汇集进呈，才使得两部大
书在此基础上方得以编纂完成。如果没有各类藏
书楼历年保存的大量书籍版本，要完成如此浩大文
化工程是难以想象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有

８０％资料来自私家藏书，更由于藏书家进呈珍藏、
精校蓝本，才使更多典藏得以流布和传播。

“江南书城”———“天一阁”不仅以藏书著称，
在嘉靖、万历间刻书也不少。根据文献记载，天一
阁所刊之书至少有以下诸种：《范钦奏议》四卷，嘉
靖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刊刻；《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其
目为《乾坤凿度》二卷附《周易乾坤凿度》二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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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传》五卷，《元包数总义》二卷，《周易古占法》
二卷，《周易略例》一卷，《周易举正》三卷，《京氏易
传》三卷，《关氏易传》一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一卷，《穆天子传》六卷，《孔子集语》二卷，《论语笔
解》二卷，《郭氏翼庄》一卷，《广成子解》一卷，《三
坟》一卷，《商子》五卷，《素履子》三卷，《竹书纪年》
二卷，《潜虚》一卷，《潜虚发微论》一卷，《虎钤经》
二十卷，嘉靖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刊刻；《阮嗣宗集》二
卷，晋阮籍撰，范钦、陈德明合刊，嘉靖间（１５２２—

１５６６）刊刻；《天一阁帖》附三种，合十一种，万历间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刊刻；《海叟诗》三卷，明袁恺撰，万
历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刊刻；《三史统类臆断》一卷，明
范大冲撰，万历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刊刻；《司马温公
稽古录》二十卷，宋司马光撰，万历间（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刊刻；等等［６］５８７。天一阁在当时文化界名声
远扬，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
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７］而奠定“天
下第一楼”崇高地位的是乾隆皇帝。乾隆３８年，
诏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
进呈天一阁藏书６３８种，朝野震动，乾隆大悦，赋
诗曰“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并赐《古今图书
集成》以示褒奖；还下谕昭示天下：“藏书家颇多，
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８］

抄书与刻书，既是藏书家增益藏书的重要方
式，又是藏书家传播文献的重要手段，使珍稀藏本
广泛流布，增加珍本流传概率，对于文化成果的保
存与流传极为有利。明代藏书家中有毛抄、文抄、
沈抄、祁抄等珍贵抄本；而藏书家叶盛、沈与文、王
延哲的刻书也很有名。大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一生
刊刻书籍极多，对百家九流、唐宋别集、传记小说、
道藏词曲等广加刊刻，数量多达２００多种，毛晋家
还影抄宋元珍本，抄录各种珍贵典籍，“毛抄”成为
藏书家收集之珍物［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
十二称毛晋“中年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
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
其有功于艺苑甚巨”［６］６１９。“汲古阁”有楼房八间，
上庋书版，楼下及厢廊为刻书工场，常年有工匠二
十名左右为其刊版。四周有“绿君亭”、“二如亭”
等，招延天下名士校书其中，人称“风流文雅，江都
首推”［６］６１９。毛晋之刻《十三经》、《十七史》，其精
神可佩，自崇祯元年起至十三年庚辰止，每年刻一
经，而《十三经》刻全。次年起刻《十七史》，唯中经
忧患，崇祯十四、十五两年连年灾荒，经费无着，毛
晋不得不卖田三百亩以继，而至十七年明清易代，

清兵南下，兵荒马乱，事业停顿，而一旦社会稍稍
安定，即继续刻书，而《十七史》终成，前后共耗时
多年，经费无数［６］６２１。毛晋刻书十分注重质量，常
选择家藏善本以作底本，并加鉴别。明清学者陈
瑚言其刊书“子晋日坐阁下，手繙诸部，雠其讹
谬”。钱谦益称：“毛晋故于经史全史，勘雠流布，
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
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
书走天下”［６］６２１。这足证毛氏刻书影响之巨。毛
晋为了刻书用纸，专门派人从江西等地定制采购
印书用纸，厚者称“毛边”纸、薄者称“毛太（泰）”纸
之名，至今沿用，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少见
的［６］６２２。毛晋所刊书究竟有多少，很难说出一个
精确的数字。毛晋传播文献，除大量择善本校勘
刊印外，还首次创用了“影抄法”。据文献记载，毛
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
者，则选善本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
“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
者，赖以传之不朽。人称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
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使图章逼
真，抄前先加腊。版心有“汲古阁”三字，格栏外有
“毛氏正本汲古阁藏”等字样，故影宋抄本以毛晋
为最精［６］６２５。
综上所述，明清是中国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

的历史最为活跃、最具个性时期。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藏书楼及其出版商蜂起中

土，刻坊星罗棋布，刻书蔚然成风，刻书业在更大
范围、以更为壮观的规模和更为激烈的竞争形式
空前活跃地展开。概括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首
先，全国出现众多著名的出版中心和刻书业集散
地。藏书楼刻书内容包罗万象，数量惊人，其刻书
能力与刻书总量都大大超过前代之和。中国刻书
业从两宋发展到明清时期，进入以民间刻书为主
体的崭新阶段，于江南地区呈现出繁盛景象。其
次，明清时期的藏书楼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
精校精刻久负盛名，新出版技术不断被藏书家所
发明，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并且
活字印刷技术、套版及版画印刷技术都有长足进
步，大力保护了古籍原貌、推动了学术发展，藏书
楼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再
次，明清藏书楼极其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
纂与出版，可谓我国手工印刷业之集大成。此期
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编辑出版业进
入创作旺盛期，无不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准，对典籍

·７９·



的保护、延续和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作用。中国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在传承博
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同时，为近代编辑
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
出版之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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